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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土化议题总是在一种比较的语境中凸显其蕴涵。自 19 世纪末以来，美国行
政学走过了一条从本土化到普遍化的发展之路，在世界上获得了强势的话语霸权。中国
行政学自 20世纪 80年代恢复重建以来，走过了一条从移植复制到主动学习，再到尝试自
主建构的发展之路。比较中美两国行政学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美国行政学在本土化的
基础上追求普遍化，如何处理行政学话语体系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成为其发展的核

心议题。中国行政学的本土化被置于一种中西二元的语境中，本土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
价值诉求和目标设计，相对缺乏学理分析和知识论逻辑的支撑。中国行政学本土化的未
来路径，要立足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实践，超越中心主义的迷思，展现大国的学术抱负，将中

西二元对立语境转换为一种中西对话语境，致力于探索行政学理论建构的知识论逻辑。
关键词:本土化 知识论逻辑 中西二元 普遍性 特殊性

本土化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诉求与挑战。中国行政学也不例外，自 20 世纪 80
年代恢复重建以来，行政学本土化进程从来没有停歇。但和其他社会科学所遭遇的问题一样，行
政学学者们对本土化的意涵、定位与实现途径等基本问题仍然缺乏共识①，对本土化的进展表现
出一定程度的焦虑，情感诉求优先于学理探求。不管人们如何定义和理解本土化，有一点是无可
争议的，即本土化议题天然蕴含着一种比较的前提，人们总是在与其相对应乃至相对立的语

境———西方化、国际化、世界化或者普遍化———中来讨论本土化。② 有鉴于此，本文将本土化议
题置于比较视野，通过比较中美两国行政学的发展轨迹，廓清行政学本土化的意涵，提炼行政学

本土化的知识论逻辑，探索中国行政学本土化的未来之路。

一、中西二元语境下的行政学本土化

对何谓“本土化”的探讨构成本文的基石。本文尝试从其对应面或对立面入手来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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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行政学的发展及其话语体系建构研究”( 18BZZ066) 的研究成果。
有学者断言，本土化不过是一个伪命题;亦有学者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讲本土化乃是一种“开倒车的主张”。参见谢
宇:《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2018 年第 2 期;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第 76 页，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叶启政对“外来化”“西化”“现代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等概念进行了较好的讨论，参见叶启政: 《社会理论的本土
化建构》，第 76 ～ 7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俞可平: 《回顾与思考: “西化”与“中化”的百年论争》，《北京日
报》，2011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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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西方化或国际化来说，本土化意指中国化，即中国行政学研究要有本土关怀，要立足于中

国行政实践，“化”西方行政学理论和方法为我所用，以期恰当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行政现象，推
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对于普遍化而言，本土化意指特殊性。持这种立场的学者或强调社
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因而不能盲目寻求普遍有效的行政法则;或认为立基于西方文化背景的

西方行政学理论不能充分反映非西方国家的行政实践，因而并非真正普遍性的理论。二者都包
含着对中国行政学“特殊性”的诉求，其区别在于:前者立足于经验层面的特殊性，后者立足于理
论层面的特殊性。可见，本土化的讨论一般也涵盖经验和理论两个方面的特殊性。
与西方化相对应的本土化，通常包含两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是中西关系，二是理论与实践

的关系。当我们说中国行政学的本土化或行政学的中国化时，就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预
设为一个既定的参照系，或者说，关于中国行政学本土化的讨论，总是被设定在“中国 －西方”的
二元框架中。在这个框架中，西方总是以理论、方法或话语体系的方式出场的，而中国常常是以
经验或实践的方式出场的，因而，中西二元关系又可被理解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两者合在一
起，就是如何处理好西方行政理论与中国行政实践之间关系的问题。本土化，不仅有“本土”的
意蕴，还有“化”的要求，即如何将西方理论“化”为能够适应中国实践的理论，或者说如何将西方
理论与中国实践有机结合。以此观之，化西为中，洋为中用，既是中国行政学本土化知识的一种
生产方式，也是中国行政学推进学科发展的一种创新方式。
正是有了西方作为参照系，中国行政学的本土化问题才得以凸显出来。或者说，当我们把行

政学本土化的议题置于中西二元语境中时，才能较好地理解和把握其真切的内涵。但是，西方作
为参照系，并不纯粹是一个借鉴与参照的对象，而是一个极具渗透力的霸权话语体系，以至于被

称为“文化帝国主义”①。在公共行政领域，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当前我们行
政学几乎所有的基本概念、核心议题、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都是由西方来创设的;原本作为“方
言”的西方行政学话语体系，强势渗透到发展中国家，享有了“普通话”的地位。国外学者指出:
英语圈的西方行政学成了现代行政学的代名词②。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已然将“美国行政
学”等同于“西方行政学”甚至“行政学”本身。
事实上，不只是行政学，其他社会科学也存在类似情况。究其原因，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

其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得不直面拥有先发优势的西方国家的各种物质、制度乃至思想上的框架，
这些框架在很大程度上设定了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如应星所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在相当
多的层面都已经西方化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已经渗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深入在中国人
的精神气质中。”③

由于西方行政学“文化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中国行政学的本土化就或多或少地有了一种
“超英赶美”、找回自我、彰显自我的意蕴在里面。在这种赶超意识的背后，隐藏着中国知识精英
试图反抗文化殖民主义的价值立场，因而，本土化诉求更多地是“中国的理论、实践和知识群体
的心理需求，也是中国知识精英在鸦片战争以来一直有的一个心结”④，这也使得中西二元的框
架更多地处于一种对立而不是对话的状态。但是，学科的本土化本身就是一个观察、比较、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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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帝国主义”，参见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克里斯托弗·波利特:《奔向新世界:英语圈公共行政领域中一些难以忽视的真相》，《国际行政科学评论》( 中文版) ，
2015 年第 3 期; Wolfgang Drechsler，“Three Paradigms of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Chinese，Western and Islamic”，
Society and Economy，Vol. 35，No. 3，2013.
应星:《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以〈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为例》，《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1 期。
蓝志勇:《中国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研究的再思考———兼评两篇文章》，《公共管理学报》，2017 年第 3 期。



和总结的科学思维规程，今天我们讲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具体到行政学来说，其本土化的理论

自信源于对关乎时代发展重大问题的学理性回应，我们反对生搬硬套西方的行政理论，但也不应

在西方中心论的想象之外自说自话，而应将重心放在研究科学理论创造的一般性思考方式和逻

辑构建上，放在对中国行政经验的科学提炼上，简单来说，就是用科学的方式( 普遍性的学理分

析) 讲清楚中国行政的发展规律( 找寻行政学理论建构的一般逻辑) 。

二、从本土化到世界化:行政学发展的美国叙事

一般来说，现代行政学以美国政治学家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的名篇《行政学研
究》1887年的问世为开端，正是这篇文章使行政学从政治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学科，威尔逊也因
此享有“行政学之父”的美誉①。但即使威尔逊本人也承认，行政学是由“法国和德国的教授们发展
起来的”②，他自己也深受德国行政学家洛伦茨·冯·斯坦因( Lorenz Von Stein) 和约翰·布隆赤里
( Johann Bluntschli)等人的影响。那么，为什么不是欧洲而是美国被认定为现代行政学的发源地呢?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公共行政”词条显示，美国行政学是“从欧洲大陆的公法和
政治科学中发展而来的”③。欧陆公法的源头是流行于 17 ～ 18 世纪的官房学，到普鲁士时期发
展至高峰。所谓官房学，最初是一种服务于君主和官僚的学问，后来渐渐发展成为培养官僚的学
问，特别是以“警察”概念为中心的警察学，致力于谋求富国强兵、以支撑专制君主政体式的“警
察国家”。作为现代行政学之组织载体的官僚制，其诸多特征，如专业性、持续性、中立性与终身
制等，大都萌芽于官房学④。
早期欧陆行政学蓬勃发展的态势，离不开其行政实践的需要和发展，简单地说，就是德国和

法国都需要一门行政学，以便更有效率地服务于其专制政府的统治。如威尔逊所说，欧陆行政学
是与“一个组织严密的国家的需要相适应的，并且是为了适应高度集权的政府形式建立起来的”
一门学问⑤。19 世纪末期，当美国人开始有对行政的需求时，他们惊讶地发现，那些他们从孩提
时代就被教导为一种低级的政府形式的专制政权，竟然能够带来“井然有序、举止得体与效
率”⑥，反观自身，原本以张扬民主为出发点的“政党分肥制”却导致了整个美国政府的腐败不堪
和效率低下———“市政府的污浊气氛、州政府的幕后交易，以及华盛顿屡见不鲜的杂乱无章、人
浮于事和贪污腐化”⑦。原本从属于政治的行政隐而不彰，未能很好地回应崛起中的美国日益增
加的“对有效率活动的需求”⑧。两相比较，威尔逊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为了建设一个顺应时代
要求的有能力的、负责任的、有效率的政府，美国人必须引进欧陆( 主要是德法) 的行政学⑨。其
时，德国的行政学开始进入大学课堂，斯坦因第一个提出了行政学概念，并出版了八卷本的皇皇

巨著《行政学》;布隆赤里则提出了直接影响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思想萌芽。而在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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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怀特·沃尔多:《公共行政学之研究》，Ｒ. J. 斯蒂尔曼编著:《公共行政学:观点和案例》( 上册) ，第 13 ～ 14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版。

⑤⑦ Wilson Woodrow，“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 2，No. 2，1887.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 612 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⑧ 西尾胜:《行政学》( 新版) ，第 10 ～ 12 页，第 26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德怀特·沃尔多:《行政国家:美国公共行政的政治理论研究》，第 47 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年版。
之所以用“欧陆行政学”而不用“欧洲行政学”，是因为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欧洲，还存在一种与德国和法国行政
学并行但迥异的英国行政学。它虽然也专注于官僚制，重视公务员的职业化培训，但坚信行政研究属于道德哲学的分
支，且呈现一种支离破碎的现象，因而缺乏重要性。参见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
书》，第 613 页。



行政学的发展也是势头良好，查尔斯·琼·博南( CharlesJean Bonnin) 、路易斯·安东尼·麦卡拉
尔( Louis Antoine Macarel) 、亚历山大 －弗朗路易斯·维维安( AlexandreFranois Auguste Vivien) 等
学者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行政学著作，专门的行政学期刊《行政杂志》( Ｒevue administrative) 也得
以问世。①

如果威尔逊仅仅停留于引进和学习欧陆行政学，他就不会成为“行政学之父”，也不会出现
什么现代行政学。现代行政学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是从“美国化”开始的。欧陆行政学之所以
停留于萌芽状态而被美国人后来居上，一方面是因为脱胎于官房学的欧陆行政学未能很好地适

应从警察国家到行政国家的转变，也未能很好地适应学科快速分化的时代需要②。以斯坦因为
例，其作为国家学说之“整体构思”的行政学并未达到充实与强化国家人格、推动社会改革的预
期效果，反因其扩张性渐渐变为社会政策学并成为社会学的分支，“可以说是彻底地失败了”，德
国行政学也因此步入了漫长的“沉沦期”③。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威尔逊等人对行政学的有意识改
造。威尔逊意识到欧陆行政学是为集权的君主政体( 哪怕是开明的君主专制) 的高效服务的，因
而极力主张行政学要“美国化”。所谓“美国化”，就是行政学研究既需引入德法专制行政的高效
原则，又必须在形式和语言上乃至思想、观念和目标上体现美国的民主原则，同时要使之适应美
国高度分散的政府形式，并且要适合 19 世纪末期以来美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与国家社会高速发
展的特点及其对国家治理能力的需要。因而，美国在从德法引入行政学的同时，“需要用美国宪
法对其加以过滤”④，将其牢牢地建立在美国式民主原则基础之上，并按照美国人的实践需要来
选择、改造或者提升行政学的知识体系。威尔逊举例说，我们看到一个杀气腾腾的人在敏捷地磨
刀，我们可以学习他磨刀的技术，但不用刀来杀人;因而，我们看到德法的君主卓有成效地管理着

国家，那我们就只需学习他高效管理的方式，也就是集权行政的方式，“但不必丝毫改变我身上
作为共和主义者的一个细胞”，因而，虽然德法的良好行政原则是为君主效劳的，但这并不妨碍
同样的良好行政原则在美国被用来“为人民服务”，而且“能像服务于君主那样服务于人民”⑤。
为了实现行政学的“美国化”，威尔逊提出了“政治 －行政二分”的原则。这一原则给行政学

划定了地盘，开辟了空间。政治领域关涉国家意志的表达，负责讨论诸如民主、自主性和代表性
等问题;行政领域关涉国家意志的执行，负责处理方法、技术和效率等问题。德法行政被誉为良
好，就因其以效率为中心价值;若以效率为中心，必然要求权力集中，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权力中

心，因为权力越分散，它就越不负责任，威尔逊由此断言:“巨大的权力和不受限制的自由处置权
限，似乎是承担责任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行政学“是在反省美国民主
政治行之过激之后，以建立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规范为理论起点而开始发展的”⑦，与欧陆行政学
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在一个没有强有力的官僚制传统的国家中发展起来的行政学，是以典型的三

权分立、高度的纵向分权为背景的行政学，因而“是受美国宪法结构的特殊条件规定的美国特有
的学问”⑧。基于政治 －行政二分，威尔逊认为，虽然共和政府与专制政府各自奠基的政治原则
迥异，但良好行政的原则在任何政体中都是相同的，因而美国可以在保有其民主根基的同时引入

德法行政的良好原则⑨。威尔逊的这一极具治理智慧的本土化举措，不仅使得发源于欧陆的行
政学得以植根于美国本土的政治原则和治理实践，还“成就了美国在行政学领域研究中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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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并成为全球行政学研究的引领者和推进器”①。要言之，政治 －行政二分原则不仅使行政
学研究得以“美国化”，同时也为美国行政学的“世界化”开辟了道路。
美国行政学“世界化”道路的铺路人不仅有代表早期古典行政管理学派的卢瑟·古立克

( Luther Gulick) 、林德尔·厄威克( Lyndall Urwick) 等人，也有以赫伯特·西蒙( Herbert Simon) 为
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行为学派，还有深刻影响了 20 世纪 80 ～ 90 年代世界范围内行政改革浪潮
的新公共管理学派。这些学者和流派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政治 －行政二分原则为基础，专注
于技术与效率的研究，寻求建立一门具有普遍有效性的行政科学，以使其既可同时适用于具有不

同社会制度与文化环境的国家，又可同时适用于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等不同领域。
以罗伯特·达尔( Ｒobert Dahl) 、德怀特·沃尔多( Dwight Waldo) 为代表的规范主义学者对

古立克等人普遍化的企图提出了质疑:可以有美国行政学、英国行政学和法国行政学，但是否有
一门不依赖于各国特殊背景的普遍化的“公共行政科学”呢?② 1952 年，西蒙与沃尔多就此展开
了一场影响深远的争论，美国行政学一度因此深陷“身份危机”，被学界同行讥讽为“二等公民”，
一些从事公共事务研究的学者甚至不愿承认自己是行政学社群的一员③。虽然美国行政学界关
于身份危机的学术争论至今没有结束，学者们也强调美国行政学只是一种具有特殊主义的“方
言”④，不存在单一线性的行政学发展之路⑤，但这些批评、质疑与争论，使得美国行政学不断吸纳
反对的声音，不断调整前进的航向，从而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
要言之，美国行政学的创始者们通过“政治 －行政二分”原则巧妙地处理了高效行政与共和

政体的关系，让行政服从和服务于政治;这一原则与韦伯( Max Weber) 所提出的官僚制组织形式
和泰勒( Frederick Taylor) 所倡导的科学管理原理相互呼应，共同为一个理性的官僚制行政模式
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石。此后，美国行政学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导引下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其间
虽饱受规范主义路径的质疑与批判，但最终将行政学的美国“方言”变成了通行世界的“普通
话”，因而即使深陷身份危机，美国行政学依然能够在国际学术界掌控学术话语权。

三、从引进移植到自主建构:中国行政学的本土化探索

早在 1897 年，梁启超就提出“愿我公卿，读政治、宪法、行政学之书”⑥;民国时期，江康黎、林
叠、张金鉴等学者出版了大量行政学著作⑦。由于历史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政治学、行政
学等学科被取消。1979 年，邓小平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
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⑧夏书章教授积极响应，于 1982 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把

·75·

行政学的本土化:基于中美路径的比较分析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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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乾威:《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建构:比较的观点》，《学海》，2018 年第 1 期。
罗伯特·达尔:《公共行政科学:三个问题》，马骏、牛美丽主编，颜昌武、马骏编译: 《公共行政学百年争论》，第 42 ～ 47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参见麦尔文·达布尼克:《魔鬼、精神与大象———对公共行政学理论失败的反思》，《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4 年第 4
期。
参见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第 4 章第 1 节“美国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参见克里斯托弗·胡德:《国家的艺术:文化、修辞与公共管理》，第 1 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梁启超全集》，第一卷，第 129 页，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
参见杨沛龙:《中国早期行政学史:民国时期行政学研究》，第二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180 ～ 181 页，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呼吁“建立社会主义的行政学和行政法学”①。自此以后，中
国行政学踏上了蓬勃发展的历史征程，先后经历了从引进移植( 西化) 到主动学习( 本土化) 再到

尝试自主建构( 超越本土化) 等不同发展阶段，渐渐从社会科学的边缘走到了核心地带②。
中国行政学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的历程和大国崛起的治理实践息息相关，行政改革每向前推

进一步，都会对行政理论产生新的需求，从而推进行政学的学科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工作中心，实践对政府机构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但正如我国行政学开创

者之一、时任国务院参事的唐鸿烈所指出的，其时，“我们的行政管理是比较落后的”，“既不适应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③。可以说，“效率低下、人浮于事、
互相扯皮、机构臃肿依然是当时行政状态的真实写照”④。行政改革的实践迫切需要行政理论的
指导，重建行政学的呼吁可谓适逢其时。
在夏书章等人的倡议下，中国行政学的恢复重建工作得以开展起来。一定程度上，一个学科

的兴起是一种类似于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重构的过程⑤。中国行政学也不例外，其兴起以夏书
章、唐鸿烈等人对行政体制改革的共同关注为开端，并逐渐通过一篇文章、一本书、一本杂志、一
个机构乃至一个人这五个“一”来共同构筑起一个“起源的神话”。“一篇文章”就是夏书章于
1982 年发表的《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它被公认为拉开了中国行政学重建和复兴
的序幕;“一本书”就是 1985 年夏书章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行政管理学》，该书被誉为改革
开放后第一本行政学教科书，为行政学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与实质性的内容;“一
本杂志”则是 1985 年 7 月创刊的《中国行政管理》，该刊作为联系中国行政管理实务界与理论界
的桥梁，其影响力不言而喻;“一个机构”则是 1988 年 10 月 13 日在北京成立的中国行政管理学
会，该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行政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已获得公认，标志着中国行政学的恢复和

重建工作的基本完成⑥;“一个人”则首推自称“一个摇旗呐喊的老兵”⑦的夏书章教授，他被公认
为“中国 MPA之父”、中国当代行政学的主要奠基人。
作为一个在后发国家兴起的“想象的共同体”，中国行政学从改革开放初期恢复重建伊始，

就必须直面美国行政学的先发优势，这使得其发展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本土化意识。中国行
政学的本土化，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和“社会主义”两个方面:一是要立足中国行政管理实践，二
是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简言之，就是要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和需要出发，立足于
中国行政管理实践，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及其学科体系。中国行政学
的初创者们不止一次地提出，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国家有行政学，我们就取消，我们的行政学要

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实践服务。美国的行政学比较发达，为资本主义世界所公认，我们不
能照搬别人的东西，但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中国的一套呢”? 中国学者“有责任研究合乎中国国
情、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国行政管理学”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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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贵主编:《新中国管理学 60 年》，第 203 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年版。
参见麦尔文·达布尼克:《魔鬼、精神与大象———对公共行政学理论失败的反思》，《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4 年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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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怡昌等主编:《中国行政科学发展》，第 4 页，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 年版。
夏书章:《开展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很有必要———夏书章同志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筹备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 摘
要) 》，2015 年 7 月 28 日，http: / /www. cpaj. com. cn /news /2015730 /n44434479. shtml，2018 年 10 月 9 日。



虽然中国行政管理的实践对行政学研究提出了强烈需求，但在重建之初，行政学理论供给状

况却难以与实践需求相匹配。我们不断强调“中国特色”，要求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理
论体系作为努力目标，但这一时期总体上受西方影响较大，对中国行政改革实践缺乏深入体认，

相当多的行政学者扮演了西方行政学理论与话语“输入者”的角色①，即使这种引进和输入，也缺
乏系统性的思考和精挑细选的功夫。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行政学“还处在引进、消化和吸
收阶段，在思维逻辑和理论体系上还没有完全跳出西方行政学的窠臼”②。移植复制的行政学无
力反映和指导中国行政发展和行政改革。从 1996 年起，对行政学研究的批评声音开始出现，形
成了对中国行政学的第一次集体性反思，集体反思得出的结论是: 21 世纪中国行政学研究要进
一步扎根于中国行政改革的土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体现中国的特色③。

20 世纪末，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行政体制改革也不断深化。为了更好
地回应现实的行政改革，适应我国行政学现代化、科学化、专业化的要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
以原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行政管理学科为核心，组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公共管理学科，
并将之划归管理学门类中。随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简称 MPA) ，以便更好地为政府部门及非政府公共管理机构培养高层次、应
用型专业管理人才。这两大举措对于公共管理学科在新世纪的迅猛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单纯从本土化的角度看，其意义表现在极大地拓展了行政学的学科内涵，为行政学的学科发展增

加了中国元素④。但在另一方面，行政学与政治学则被人为地分开了，它们从此分属两个不同的
学科，更重要的是，行政学科的政治属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而其管理属性则得到了极大的

强化。但是，行政学天然的政治属性又始终挥之不去，这就使得行政学一度在政治学和管理学两
极徘徊。比如，行政学者在申报和评审科研项目时，就一直饱受这种学科定位之“摇摆性”的困
扰。若项目中突出“政府”二字，就容易被划归政治学; 若突出“管理”二字，则容易被划归管理
学。
公共管理学科的迅猛发展本来是个好事，但是，“理论准备的不足、师资的匮乏和社会需求

的压力，使得业界的许多学术同仁开始认真关注国外经验，大力度地向外学习”⑤，21 世纪初期的
中国行政学由此出现了一个“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热潮。“引进来”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出现
了一个系统引进国外行政学经典译丛的高峰。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的《公共行政
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上海三联书店组织出版的《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译丛》、中国青年出版社
组织出版的《公共管理译从》相继问世，对推动国内行政学发展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走出去”
主要表现为全国 MPA 教学指导委员会联合美国最早开办 MPA 教育的雪城大学 ( Syracuse
University) 马克斯韦尔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开展了师资培训。向外学习的一个负面结果，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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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福:《发展、问题与重建———论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行政科学》，《政治学研究》，199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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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设置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矛盾，现有“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一级学科“公共管理”的英文译名和
二级学科“行政管理”的英文译名都是“Public Administration”，这或许表明了“行政管理”这个二级学科的核心地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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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政府对部门的关系，都是行政学的研究领域”。参见李潇潇:《公共管理的自主性与开放性———张康之、周志忍、竺
乾威、孔繁斌、何艳玲五人谈》，《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 年第 3 期。
蓝志勇:《美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轨迹及其对中国的启迪》，《中国行政管理》，2006 年第 4 期。



值得关注、最应研究的对象———中国———却被有意无意忽略了”①。
2005 年，邓正来发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长文，虽然这篇文章主要是对中国法学研究的
反思与批判，但却从整体上激活了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本土化讨论②。在这种大环境下，中国行政
学的本土化也再一次被关注并渐成学界共识，但其“失语”状态依然突出，多中心治理、委托 －代
理、企业家政府等西方行政学概念充盈其间③。中国行政学“规范化和本土化双重不足”的研究
困境，催生了新一轮的反思热潮，激活了中国行政学研究的“实证主义运动”，显著提升了中国行
政学的科学性和研究品质④。与此同时，中国行政学大量吸收本国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
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一大批原创性的学术概念，如压力型体制、职责同构、晋升锦标赛、运动式
治理、行政发包制等，纷纷被吸纳进中国行政学话语体系中⑤。
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整体推动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大背景下，中国特色行政学的

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呈现出一种超越本土化和西方化二元对立的趋势，展现出更加自觉和

自信、更为积极和开放的进取姿态。⑥

在过去的近 40 年里，学术界对中国行政学的本土化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不懈探索，取得了丰
富的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比如中国行政学的本土化取向隐含着一种弱者

心态或价值表达，影响了对中国特色之“特”的学理性发掘;对中国特色行政学的建构更多地表
现为一种战略愿景的陈述与设计，亟待“化战略为行动”;管理主义取向既存在着对学科大问题
的忽视、本土化与学科结合不够、难以做出本土精致的研究框架等问题，也存在着建立在调查基
础上的一手数据缺乏等问题。一言以蔽之，中国行政学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尚未形成一种逻辑自
洽、理论自觉、学术自信的学科话语体系。

四、结论与展望

一般来说，建构一种逻辑自洽、理论自觉、学术自信的话语体系，是一门学科成熟与繁荣的关
键所在。中国特色行政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完善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立足中国国情、直
面中国问题、服务中国发展;二是如何有别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并
赢得它们的尊重。前者关乎学科取向的本土化问题，后者关乎学科身份的合法性问题，这两大问
题不只是中国行政学者关注的焦点，也是困扰现代行政学发展的主要难题。前文述及，在以美国
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学科身份的合法性问题比本土化问题更受学界关注;而非西方国家的行政学

界基于自身历史文化的特殊性，更关注本土化问题。
比较中美两国行政学的本土化进程，我们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谁优谁劣，我们的目的是为了

找到能够契合中国发展需要和国情特点的行政学本土化路径。回顾美国行政学从本土化到世界
化的发展道路，其之所以能成为现代行政学的代名词，主要得益于两个原因。首先，虽然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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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峻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管理研究》，第 6 页，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
这篇文章最初是分“上”“中”“下”“续”四部分发表《政法论坛》2005 年第 1 ～ 4 期上，后出版成书。参见邓正来: 《中
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引论，商务印书馆，2006 年版。
薛澜、张帆:《公共管理学科话语体系的本土化建构:反思与展望》，《学海》，2018 年第 1 期。
参见马骏、张成福、何艳玲主编:《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危机与重建》，前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年版;吴晓林、许源
源、李晓飞主编:《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跟踪报告( 2000 ～ 2015) 》，序，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 年版。
刘鹏:《中国公共行政学:反思背景下的本土化路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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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多等人都承认美国行政学师从欧陆行政学，但行政学的美国化从未表现出一种情绪上的弱

者心态和赶超性的价值诉求，而是在以政治 －行政二分原则为行政学划定领域后，致力于在美国
化的基础上追求普遍化。因而，美国行政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如戴维·法默尔( David Farmer) 所
说，表现为如何处理美国行政学话语体系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①。通俗地说，就是美国行政
学如何既能讲好美国“方言”( 建构一种特殊的行政学话语体系) ，又能讲好“普通话”( 建构一种
具有普遍性的行政学话语体系) 。其次，美国行政学本土化的路径总体上适应和引领了美国行
政实践的发展需要。美国行政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不绝于耳的质疑和争论也体现了其发展
的曲折和艰难，源于 1952 年但至今影响深远的西蒙和沃尔多之争( the SimonWaldo debate) 就充
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历史表明，如果学者们“很少关注或者不关注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的发
展”，而是“更多地投身于理论，与实践越走越远”，或者“很少接近实践，难以满足实务者的直接
需求”②，那么，美国行政学就会陷入身份危机。值得庆幸的是，美国行政学领域一代一代的学者
们，“用他们跨学科的创造性，从多种新的视野理解、界定和处理突出的公共问题”③，从而使得行
政学研究能够很好地回应时代呼声，进而迎来了理论上的突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查德·斯
蒂尔曼二世( Ｒichard Stillman Ⅱ) 断言:“低调地回应时代的直接的公共需求，恰恰是美国公共行
政学最伟大的力量所在。”④

相比美国而言，中国行政学的本土化探索表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较多地关注技术性与

功能性的具体问题，缺乏把握大问题的政治学视野。今天，在学科建制上，中国行政学被划归管
理学，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行政学界以效率最优来体现政绩合法性的尝试，但管理主义途径始终无

力解决价值在行政中的基础性地位的问题，降低了本学科知识求取的层次。因而历经 30 余年的
发展后，中国行政学仍然未能摆脱政府职能转变、机构改革等基本话题，难以对作为当代中国治
理核心制度基础的公共行政提出建设性的想象和谋划⑤。二是本土化的情感诉求在很大程度上
消解了普遍性的学理分析。无论是仿西方化、去西方化还是反西方化，基于情感诉求的本土化都
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即偏重价值表达而变成“去西方中心主义”，而其目标就是要建构一整套完
全不同于“西方”的话语体系、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实际上，这种赶超心态的价值表达，暗含着
一种理论边缘对中心的反叛和敌视，依然没有摆脱东方与西方、主体与他者、中心与边缘的二元
对立思维。特别是当中国行政管理的实践经验和主体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对立思维就
容易削弱其原有的积极的主体自觉意识，反倒可能成为一种事实上的不自信，进而蒙蔽行政学理

论创新中的理性精神。
展望中国行政学本土化的未来之路，我们应既能拥有与西方和世界的比较视野，又能超越中

西二元对立的狭隘立场，即中国行政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体现的是对话而不是对立;

既能立足本土实践，体现本土关怀，学习和改造域外特别是西方的行政学理论和方法为我所用，

对中国行政实践做出贡献，又能在学科层面上进行理论构建，走向世界，为世界行政学的理论与

实践的发展作出贡献;既能以普遍的行政学理论恰当地描述和解释本土行政实践，推进本土行政

实践发展，又能体现一种理论自觉，一种学术自信，实现本土经验与理论建构之间的逻辑自洽。
具体来说，我们的本土化道路将蕴涵如下三个方面的趋势:

·16·

行政学的本土化:基于中美路径的比较分析

①

②

⑤

参见戴维·约翰·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第 79 ～ 90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④ Ｒichard Stillman Ⅱ，Public Administration: Concepts and Cases，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2000，p. 25，
p. 29，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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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超越中心主义的迷思。超越中心主义，首先要超越中西二元对立，中西二元是客观事
实，无法否定，但两者间的关系是对应和对话，而不是对立和对抗。其次，超越中心主义，意味着
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以西方行政学为中心，用我们本土的案例与实践来证实或证伪西方行政学理

论的合理性，这种“本土经验 －西方理论”的做法本质上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最后，超越中
心主义，也不意味着我们妄自尊大，生硬地拒斥西方行政学理论，恰恰相反，我们必须重视对西

方行政学的学习，看到西方行政学理论中合理的成分，我们不能牺牲学术自主性，但也不能舍

弃对人类文明中优秀成果的学习和借鉴。要言之，我们既没有必要做西方中心的想象和假设，
也无需暗含对西方理论的敌对情绪和自我边缘化的假设。中国 40 年的改革实践已经为“理论
化”“理性化”提供了足够丰厚的土壤，行政学者要在中西相对平等意义上完成中国本土实践
的理论化。
二是要找寻行政学理论建构的一般逻辑。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秉持从现实逐步抽象出概

念、命题、理论，并通过经验性证据加以检验的基本逻辑。不管是中国的行政学，还是西方的行
政学，既然都是行政学，就表明它们在一些基本方面存在共同点，都是人类行政实践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产物。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行政学是从中国本土的行政实践出发而进行的理论诠释、
概括与创新。但是，中国行政学要走向世界，就必须符合知识建构的一般逻辑。中国行政学的
本土化不是只讲中国，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既尊重知识构建的一般逻辑，又鼓励多元共生

共赢。
三是要立足中国本土的行政实践与需求。社会科学研究最终要指向和回应现实的问题，反

映时代的精神需求，行政学研究也不例外。由于我们在历史文化、政治生态、治理实践等诸多方
面都迥异于西方，在西方的土壤里结出来的理论之果，并不一定能适用于中国的土壤。我们研究
的问题可以是中国的，也可以是世界的，但首先必须回答好我们自己的问题。离开了中国土壤，
中国行政学的发展就成了无本之木。因而，我们讲行政学的本土化，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拿西方
的行政理论往中国的行政实践上生搬硬套。要言之，以中国本土的行政实践为基础，对其加以理
论化的提炼，展现大国学术的使命与抱负，为探讨世界性的行政管理难题贡献中国方案，将是中

国行政学学者为国际行政学界作出贡献的必由之路。

作者:颜昌武，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州市，510632)
( 责任编辑:林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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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zation in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However，th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is
not a change at the same strength and depth in all directions．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risks avoid-
ance of the Macro system，the forces generation of the median system and the laissez faire of the mi-
cro system，are impressive． This is an asymmetrical change among the various components of the
system． Among them，generating forces at median level is key to the succes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Avoiding risks at macro-level is a prerequisite for China's Ｒeform and Opening up to
continue on the established track． Enlivening at micro-level is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China's Ｒe-
form and Opening up to exhibit great vitality． It is such a reform in governance that promotes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economic aggregate and generates the“Chinese dream of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owever，the final success of China's reform is still a goal that needs careful
consideration． When the reforms at micro and median level are confronted with problems at macro-
level，the issue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macro-system in China's reform lies ahead． Whether thes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will ultimately determine the prospects for the reform of China's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system; avoiding risks at macro-level; generating forces at median level; enlivening
at micro-level; prospects for China

Ｒeform and Transformation: community-level governance during forty years in China
Zhou Qingzhi( 43)………………………………………………………………………………

Abstra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institutional dimensions，namely，the soc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social relations，state and social relations，it elucidates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institu-
tional change when the the interest systemmatization transfers from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t society to
the public society from the view of the change of the nature of public social relations，involving the ma-
jor structure which takes place in the fields of government，social and market governance，the core of
which is to reconstruct the nature of public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community-level that is the historical
basis and condition of complement for reform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mmunity-level governance
during forty years in China．

Key words: community-level governance in China; public social relations; reform and transformation．

The Localiz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Yan Changwu( 53)………………………………………………………………………………

Abstract: The topic of localization has always become outstanding in the context of comparison．
Since the end of 19th century，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US has gon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from
localization to generalization and has gained strong discourse hegemony． Since its restoration and recon-
struction from 1980s，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developmental path from copy-
ing，active learning to an effort of self-construction． Upon comparing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and the US，one can find that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he US prioritizes
Americanization and pursues generalization based on Americanization． The core topic of localization is
how to resolve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partic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i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On the other hand，the localiza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is placed in a
context of Eastern-Western dualism，where localization is more emphasized on value proposition but
lack of a doctrinal analysis． The future path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China's modern state construction，surpassing the myth of centralism． It should turn the context of
Eastern-Western dualism into a conversational context and aim at exploring the general logic of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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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 localization pathway; logic of epistemology; dualism of Sino-Western; universality; par-

ticularity

Ｒesolving Mechanism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hina's Inequality and Social Stability: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Ｒelative Acquisition Wang Puqu，Ji Chengyuan( 63)………………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moderniza-

tion． Meanwhile，the problem of inadequate imbalances in development has gradually emerged，but
our social and political order has remained stable．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my and
social politics in China's modern development is undoubtedly a huge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develop-
ment theory of the West． The essential reason is that the ruling party adheres the path of socialism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lies in the strategic and effective measures． In the practice，these
fundamental principles，strategic guidelines，and practical measures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re func-
tioning through various mechanisms．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citizens and
takes the people's relative acquisition as the main variable，then rethink the traditional logic of objec-
tive inequality - relative deprivation -social instability，and constructs the logic of objective inequality
- relative acquisition -social stability． Based on three waves of national sampling survey data，this pa-
per finds that the social stability perception of the Chinese public does not actually depend on the rela-
tive deprivation generated by the so-called social comparison dimension of traditional theory，but more
depends on the temporal comparison dimension，temporal relative acquisition． Based on the causal in-
ference method of 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this paper confirm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emporal relative acquisition can generally promote the social relative acquisition and th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of social stability perception． The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the revealing the mecha-
nism of sustainable social stabi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m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ople's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subjective perception．

Key words: social relative acquisition; temporal relative acquisition; inequality; social stability;
generalize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Logic Interaction between Public Opinion Orientation and Government Ｒesponse in Internet
Group Crisis Events

——— Emotional Analysis Based on Big Data of“Snow Village”Event
Wen Hong( 77)………………………………………………………………………………

Abstract: Cyberspa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citizens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
fairs． Netizens are a group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trend of public opinion． The government hopes
to ease the emotions of netizens through response and intervention． However， in practice， the
government's response may not be able to achieve good results，and even exacerbate the outbreak of
conflicts，leading the netizens' focus of public opinion to the government itself，resulting in the lack of
government credibi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mining of the big data of the“Snow Village”event，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case from the process perspective，and uses the theme and emotion of
the netizens' commentary to construct a feedback map of the netizens' response to the government in the
internet group crisis event． This paper divides the data text into two stages : before and after govern-
ment intervention，and finds out that there is a logical interaction devi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re-
sponse and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The devi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control and netizens' demands，
between the lag of government response and the primacy effect，and between proper performance of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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